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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研究

日本、中国与缅甸关系比较研究

范 宏 伟

［摘 要］ 冷战时期，日、中两国都曾与缅甸保持过传统友好关系，但是 1988 年缅甸新军人政权

上台后，两国对缅甸采取了不同政策，因而导致了后冷战时期不同的对缅关系格局。1988 年以来，

日本对缅甸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在缅甸的投资和贸易额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其一贯使用的外交工具

ODA 也呈下降趋势，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对缅外交受日美同盟外交、国

内政治分歧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导致日本的缅甸政策定位模糊。相比之下，中国的缅甸政策目标清

楚，政策执行富有延续性。在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上，中国国内各种行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导向明确，

并成功利用了地缘、华商网络等有利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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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交问题历来是日本问题研究、东北亚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中国学术界对该课题的

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对日本外交中的国别研究、比

较研究较为薄弱，例如对后冷战时期日本的缅甸外交研究就非常有限。缅甸地处东亚、南亚、东

南亚交会之处，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是历来备受大国关注的战略要冲。长久以来，日本对缅

甸一直具有浓厚的兴趣，将其视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冷战时期，双方建立、保持了 “特殊

关系”或“历史友好关系”［1］11 － 17。冷战结束后，缅甸因其国内的政治纷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

遍关注，成为当今国际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将对 1988 年以来的日缅关系、日本的对缅政策以及

政策效果进行探讨。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将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其同中国的对缅政策进行对

比和分析。正如美国前驻日大使、哈佛大学教授赖肖尔 ( Edwin O. Reischauer) 所言，对日本外

交的看法应该多样化，观察日本外交最好应和观察月球一样，不要以一个角度或者观察一次就下

定论，而应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来观察，从而得出比较全面的多角度的结论。［2］XI 比较

研究的视角将会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日本外交的特点和本质。

一、日本、中国与缅甸的关系

1988 年，缅甸国内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的抗议和示威活动，导致流血冲突、局势动荡，最后

军队接管国家政权，开始了长达 23 年的军人统治。1988 年不仅是缅甸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分水

岭，也是东西方国家与缅甸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988 年之后，日本在缅甸的 “民主”和

“人权”问题上，同西方保持一致，利用 ODA (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官方发展援助)

作为杠杆向缅甸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同时又与缅甸保持接触。中国在缅甸问题上奉行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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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处五项原则”，在多个领域积极发展对缅关系。二者不同的对缅政策导致双方与缅甸的关系出

现了不同的结果。
1. 日本、中国对缅甸的贸易

双边贸易额是直接反映两国经济关系和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数。从纵向角度来看，日、中两国

对缅贸易虽然都呈现一定的增长态势，但中国的变化更为明显。据统计，1962—1988 年，日本

对缅年均出口额为 11 680 万美元，进口额为 3 370 万美元; 1989—2009 年，日本对缅年均出口

额 14 390 万美元，进口额 13 620 万美元，同前一时期相比增长率分别为 23%和 304%。① 1962—
1988 年，中国对缅年均出口额为 2 231 万美元，进口额为 2 504 万美元; 1989—2009 年，对缅年

均出口额 75 800 万美元，进口额 20 200 万美元，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3 298% 和 707%。② 从横向

比较来看双方的差距也很大，特别是对缅出口方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缅甸同中国的进

口和出口贸易额都超过对日贸易。2009 年缅甸从中国的进口额比 2000 年增加了 359%，出口增

加 417%，而同期对日贸易的变化为，进口增加 3%，出口增加 185%。1988 年以来，中缅贸易

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已经成为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据缅甸中央统计局统计，2006 /2007—
2010 /2011 财政年度，缅甸对华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 8%—14% 之间，日本为 2%—3%，从中

国的进口占其总进口额的 25%—34%之间，日本为 4%—7%。［3］如果再考虑到缅甸同邻国之间大

量存在的非正规贸易，中缅实际的贸易额更要高于日本。
2. 日本、中国在缅甸的投资

缅甸经济起点低，资金短缺严重，又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因此日中两国在缅甸的投资

情况不仅是对缅经济影响力的反应，也是政治关系的风向标。在投资方面，日本也远逊色于中

国。据统计，1988 年至 2010 年 7 月，日本在缅甸投资项目 22 个，投资金额 2. 048 亿美元，仅占

缅甸外资总额的 0. 64% ; 这一时期中国投资项目有 32 个，投资额达 64. 15 亿美元，占缅甸外资

总额的 20. 1%。［4］截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中国大陆和香港在缅投资达 123 亿美元，跃居外国对

缅投资首位。［5］这些外资数据仅仅是缅甸政府根据外国投资法批准的投资项目，除此之外中国还

有大量不在该统计口径范围之内的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中国对缅投资的快速增长源于近年在

缅甸的能源、电力、矿产等领域的一些大型投资项目。例如，2010 年 6 月，中缅两国正式启动

了中缅石油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国计划投资 25. 493 5 亿美元修建从缅甸皎漂港到昆明的石油和

天然气管道。［6］

3. 日本、中国对缅甸的援助与经济合作

对外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是经济外交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和展现一国软实力的重要媒介。
在对缅经济合作方面，日本也不如中国。1976—1988 年，缅甸一直是日本十大援助对象国之一。
1976—1990 年，日本对缅的 ODA 占缅甸所接受的外国援助的 66. 7%。［7］8981988 年缅甸发生政治

动荡事件后，日本和其他经合组织 ( OECD) 国家停止对缅援助。虽然日本次年部分恢复了对缅

援助，但仅限于正在进行的项目，原则上不再增加新的援助。目前，缅甸已不再位于日本的十大

援助国之列。同 1989 年之前相比，日本的对缅 ODA 规模较小并呈下降趋势 ( 见表 1) 。
1988 年以来，中国同缅甸至少签署了 100 个经济、技术、援助合作协议，合作领域覆盖农

业、工业、通讯、旅游、渔业、采矿等多个部门。在对缅经济合作上，中国采取与日本不同的政

策。从 1994 年开始，中国逐渐将以政府为主导的对缅经济援助模式转变为由银行和企业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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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研修所: 《日本统计年鉴 2011》 ( 第 60 回)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10; 《日本の長期

統計系列》，日本总务省，2010 年 12 月 5 日，http: / /www. stat. go. jp /data /chouki / index. htm，相关数据计算而成。日元与美元

汇率为各年的月均汇率。
数据来源: 根据 1991—2003 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和 2004—2010 年《中国商务年

鉴》 (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相关数据计算而成。



有息、低息贷款方式进行。由于缅甸外汇短缺、资金困难等问题，中资企业在缅甸承包的项目和

工程以及相关机器、设备的出口，经常使用出口 ( 买方或卖方) 信贷。因此，中国政府的对缅

援助、经济合作更多是通过项目贷款体现的，而这个数额保守估计也超过 1989 年以来日本向缅

甸提供的双边 ODA 总额了。

表 1 日本对缅甸的双边经济援助 ( 1988—2009) 单位: 百万美元

年份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金额 260 71 61 85 72 69 134 114 35 15 16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金额 34 52 70 49 43 27 25 31 31 42 48

资料来源: 总务省统计研修所: 《日本统计年鉴 2011、2012》 ( 第 60 回、61 回)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2010—2011; “国別·援助形態別の援助実績検索”，日本外务省网站，2010 年 12 月 1 日，

http: / /www3. mofa. go. jp /mofaj /gaiko /oda /shiryo / jisseki /kuni / index. php．

4． 日本、中国与缅甸的外交关系

冷战时期，日中两国都曾一度与缅甸建立、保持过密切的邦交关系，但这一时期双边关系的

历史遗产在冷战结束后，因双方采取了不同的对缅政策而得到了不同的演绎和发展。1989 年，

日本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 1988 年上台的缅甸新军人政权。但是，双边政治关系并没有因此

有大的发展。直到 1992 年 7 月，日本首个高官柿泽政务次官才到访缅甸。1989—2010 年，日本

外务大臣 1 次、副外务大臣 2 次、外务大臣政务官 2 次、政务次官 2 次访问缅甸。这一时期，日

本首相从未访缅，而 1961—1988 年曾 4 次访问缅甸。同期，缅甸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①副主席

和副总理各 1 次、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特使 1 次、缅甸外长 11 次访问日本 ( 这些出访均不是

应邀访问，基本是赴日参加地区合作会议) ，此外缅甸最高领导人这一时期也未曾访日。
相比之下，中缅两国高层互访的级别和频率要远远高于日本。1989—2010 年，中国国家主

席访问缅甸 1 次，国家副主席 2 次、总理 2 次、副总理 3 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 次、中央军

委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 2 次、国务委员 6 次访问缅甸。此外，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全

国政协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先后访缅合计近 10 次，其他部长级的访问次数更多。缅

甸最高领导人丹瑞曾 3 次、总理 2 次、外交部长 4 次访华，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和平与发展

委员会的副主席及第一秘书长分别 5 次访问中国。2011 年 3 月缅甸新政府上台后，中国、日本

与缅甸的关系都出现了重要变化: 日缅邦交关系迅速升温，日本外务大臣和经济产业大臣先后访

缅，缅甸外长吴温纳貌伦 16 年来首次应邀访问日本，缅甸国家元首登盛 28 年来首次访日;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国务委员戴秉国先后访问缅

甸，缅甸总统登盛和副总统吴丁昂敏乌、缅甸总统特使、缅甸外长吴温纳貌伦、缅甸联邦议会人

民院议长吴瑞曼相继访华。中缅两国还把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缅甸国内政治问题上，日本与中国都反对国际社会孤立缅甸。1997 年 3 月，日本外务省

曾经明确表示: “日本的缅甸政策是通过与军政府进行耐心、持续的对话，而不是孤立缅甸，来

推动其国内的民主化和改善人权状况”［8］。中国在缅甸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是: “缅甸问题本质上

属于一国内部事务，国际社会应向缅甸提供建设性帮助，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9］因此，

从理论上来说，日中两国发展对缅关系，似乎都不存在政治障碍。但是对比缅甸同日本与中国高

层的互动、同两国的经贸发展水平，日缅关系的发展要远远落后于中缅关系。这种状况的产生主

要原因在于，日中两国在缅甸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制约因素和推动因素，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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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与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是 1988 年 9 月—2010 年缅甸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1997 年 11 月 15 日恢

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改名为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缅关系和中缅关系的发展机制存在较大差异。

二、日本、中国发展对缅关系的动力与原因

1989 年之后，日缅关系的降温并不代表日本在缅甸缺乏利益诉求。ODA 是日本亚洲外交的

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日本在解释对缅 ODA 的意义时清楚地说明了其在缅甸的利益着眼点: 缅

甸重要的地缘位置; 日缅历史友好关系; 缅甸是日本重要伙伴国; 推动东盟一体化。［10］既然日本

在缅甸具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却又为何对缅采取援助制裁的做法，没有全面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

发展呢? 日本的这种做法主要是其自身的外交结构所致。
二战后，日本奉行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路线。日本外交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它在缅甸问

题上必然要与美国保持一致，这种逻辑联系体现在: 日美同盟是 “美主日从”，日本对外政策受

制于美国; 日美同盟是建立在普世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11］，维护和推广普世价值观是

日本作为西方国家和附属于美国的盟友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是日本谋求政治

大国地位、树立国际形象，特别是谋求与中国竞争的重要手段。尽管日本否认其提出的建立

“自由繁荣之弧”有针对中国之意，但日本在同亚洲周边国家建立战略关系的过程中，对民主价

值观的强调将中国区别开来。［12］

有学者认为，日本外交是低风险、低调的“不事声张的外交”。日本外交这一特征的形成是

因为其外交决策通常是其国内多元的决策机构和其他政治力量，根据各自的利益和标准相互制约

平衡的结果。［13］75 － 78日本的对缅政策也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征。20 世纪 90 年代，在日缅甸人以

及一些日本人成立了多个支持缅甸国内民主运动的团体。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对缅甸实施强硬的政

策，并与西方国家的“人权”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相互呼应和彼此支持。此外，近年

来日本国内民众对政府 ODA 政策效果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也是日本政府对缅推行援助制裁的

一个基础。［14］303

1988 年之后，日缅贸易规模呈萎缩态势。日本并没有像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对缅甸

实行经济制裁，禁止国内企业在缅甸投资、经商，其政策是 “既不鼓励，也不阻止，但是经常

向国内企业通报缅甸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社会对缅甸的看法”［8］。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实际上

是不鼓励国内企业进入缅甸，或者至少是敦促企业保持谨慎。因为日本对缅的接触政策原本已经

承受了美国的压力，如果再大力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难免会进一步引起美国的反弹。在美国力

主对缅实施经济制裁的背景下，在缅甸政治局势尚未出现其满意的变化之前，日本企业一般也采

取了观望的态度。 “特别是那些同美国有业务关系的企业，认真考虑他们同缅甸往来带来的影

响。”［15］183但是日本的缅甸政策另一面又强调接触，ODA 即是其保持对缅接触的最重要工具。因

此，1989 年以来日本的对缅 ODA 数额在减少，但从未真正停止过; 虽然日本数次因为缅甸国内

问题而停止对缅援助，但同时它一旦感觉国际压力稍微变小或找到认为合理的、能说明的理由和

机会时，就恢复援助。［16］36 － 372011 年美国调整对缅政策后，日本迅速跟进，着手恢复对缅全面援

助即印证了这一论断。
日本没有完全追随美国对缅甸实行强硬的制裁政策，有其自身的利益考虑。日本一直有个传

统观点，认为缅甸是一个具有很大经济潜力的国家。［17］76 日本还是力图恢复昔日在缅甸的影响，

保持两国传统友好关系，获取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发缅甸市场。日本国内也存在要求扩大对

缅援助规模，积极发展经贸关系的声音，这些力量主要由涉及对缅 ODA 的企业、经济产业省、
亲缅团体等组成。因此，日本在双边经贸关系全面恢复的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不断利用

ODA 作为日本企业在缅甸投资的本金。［18］125

在日本缅甸政策的现实考虑中，中国是促使其采取接触政策的另一个推动因素。1988 年以

来，中缅关系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例如中缅石油、天然气管道、中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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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走廊等，引起了日本等西方国家的普遍关注。这对于缅甸昔日的 “密友”日本来说，无疑是

一大刺激。所以，日本不希望中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影响过度增长。如果完全追随美国对缅

实行孤立和制裁，势必与其这一目标相违背。因此，平衡中国对缅甸的影响是日本保持对缅接触

的动力之一。
相比之下，中国在缅甸问题上的定位、政策执行和利益诉求比较明确和富有延续性，而且不

像日本在缅甸问题上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在缅甸问题上一直采取不干涉内政、和平

共处、积极接触的立场，中国的这一原则是 1988 年以来中缅关系友好发展的根本前提。而日本

的缅甸政策正是在这一点上立场模糊，左右摇摆，导致其政策的定位不清楚。例如，日本的

ODA 大纲一方面将推动受援国的 “民主”和 “人权”问题作为实施援助的原则，但另一方面又

强调其对外开发援助“遵守联合国宪章诸原则 ( 特别是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 ”［19］。因此，

日本既想利用 ODA 作为推动受援国民主政治变化的工具，又不想干涉对方的内政和主权，这种

矛盾束缚了 ODA 在对缅外交中的功能和作用。
在中国官方的表态中，中国反复强调希望看到一个稳定、民主、发展、和解的缅甸，而这种

表态总是被西方解读为中国推卸责任的表现，实际上这恰恰是中国缅甸政策体现自身利益之处。
因为只有这一目标的实现才能确保中国在缅甸的利益。有学者曾将中国缅甸政策的目标归纳为六

个方面: 通过缅甸获取中国西南通向印度洋的出海口; 确保中缅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确保中

国的能源安全; 推动中缅双边经济合作; 印度因素的考虑; 保持两国传统的 “胞波”友谊关

系。［20］258 － 262如果缅甸国内动荡不断、经济封闭落后，中国的上述目标显然无法实现或得到保障。
近 20 多年来，中缅关系的快速发展除了由于政策目标明确以外，还得益于中国国内的各种发展

战略和政策的有效激励和导向。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实施后，云南省提出把其建设成连接东南亚

和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目标。在云南省制定的高等级公路网规划中，有三条线路直接通往中缅边

界，在四大出境通道中，有两条通往缅甸。目前，中国还正在修建杭州—瑞丽长达 3 405 公里的

高速公路，该项目被列入 2004 年国务院审议通过的 《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此外，中国正在

为实现昆明至仰光的铁路对接进行努力，修建大理—瑞丽段的铁路，该项工程是 2004 年颁布的

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铁路“十一五”规划》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中缅贸易额的大幅度增长还同鼓励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战略密切相关，缅甸的

森林开发、石油、天然气、农业机械制造和建筑等是中国政府鼓励投资的领域。受此鼓励，2000
年之后进入缅甸承包、建设大型水电工程、开采勘探矿山、石油、天然气的中国企业，特别是跨

国企业越来越多。受此带动，近年中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对缅出口增长尤为迅速，技术含量不

断提高。2011 年之前，当日本在缅甸问题上左顾右盼时，中国一直坚持积极对缅接触的政策，

全面推进两国的关系。二者不同的缅甸政策是导致这一时期日本、中国对缅关系产生不同结果的

根本原因。此外，双方在发展对缅关系的过程中，还存在其他一些差异。相比之下，中缅双边关

系具有更鲜明的层次性，中国方面参与发展对缅关系的角色、平台更多元。

三、日本、中国对缅甸的竞争优势比较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速，发展地缘经济已日益成为各国

国际竞争的重心。在地缘经济中，地理因素是基本要素。通常，各国总是选择邻近的地区进行合

作。同日本相比，中国在发展对缅的地缘经济中存在明显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中缅相邻，有

11 个对缅贸易口岸，其中 5 个国家一类口岸，6 个二类口岸，并在中缅边境城市畹町和瑞丽设立

了边境经济合作区。中缅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是日缅经济关系所不具备的，中缅经济关系在地理

上联系更为紧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缅中央政府长期失控的结果，缅全国实际分割为由中央政

府控制的和由少数民族特区政府控制的两大经济板块和三个各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一是曼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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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以仰光为中心的政府控制的经济区; 二是缅北由几个特区组成的与我云南省经济相互交融的

经济区; 三是缅东北部以大其力为中心的与泰国经济紧密相连的经济区。”［21］中国的这一区位优

势还将进一步扩大。目前，中缅两国正在建设和谋划的公路、水运、铁路、航空、能源管道、输

电和电信等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经济关系。例如，中缅石油天然气管道项

目启动后，双方计划未来 3 年修建从云南瑞丽到缅甸西部港口皎漂的交通走廊 ( 包括公路和铁

路) ，打通中国直达印度洋出海口的通道。这些项目将对中缅两国的经济发展和战略布局产生深

远的影响。
在中缅双边关系发展中，除了中央政府这一主角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参与者。云南、四

川、广西、重庆等省市也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发展规划，发展同缅甸的经贸关系，其中以云南省的

作用最大。除了地缘上的因素以外，云南省和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特点和水平也促使它和缅甸、
老挝的经济关系结合较为紧密。从湄公河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率来看，老挝、缅甸、中国云南省

这些不发达、封闭的内陆国家和地区的比例要比泰国、越南、柬埔寨、广西高很多。这是由于不

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国家因服务连接成本很高，因此没有与世界性生产、流通网络很深地结

合”。因此，对老挝、缅甸、云南省来说，与近邻各国或地区的贸易是极为重要的。［22］15 － 161988
年中缅边境开放后，边贸快速发展，成为中缅经贸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缅甸成为云南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缅甸对于云南省的经济发展与开放来说具有独特

的意义，云南省自然也成为中缅经贸关系发展的先锋和最积极的推动者。中缅关系中的一些重要

合作项目得以实施要归功于云南省的努力和支持，例如中缅石油天然气管道、中缅交通走廊等合作

项目。云南省希望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带动地方工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 2000 年开始，云南省政府与缅甸国家宾馆和旅游部，每年在瑞丽市或缅甸木姐市举办

“中缅胞波狂欢节”。从 2001 年开始，云南省与缅甸每年在中国姐告或缅甸木姐轮流举办中缅边

境交易会。此外，“滇缅经济贸易合作论坛”、“东盟华商投资西南项目推介会暨亚太华商论坛”、
“中国云南—缅甸贸易投资洽谈会”、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昆明国际农业博览会、西双版纳

边境贸易旅游交易会等一系列经贸、商务活动，定期或不定期地在云南或缅甸举办。这些活动成

为活跃、扩大缅甸与云南省经贸关系的重要平台，而这些是日缅关系所不具备的。
除了官方投资以外，缅甸还有数量可观的中国民间资本。缅甸基础设施落后、电力短缺、外

资政策多变，投资环境问题历来是外国投资者的最大障碍之一。在这一点上日本和中国的企业与

商人并无差别。缅甸政府对外汇汇款的限制以及保护缅甸企业所实施的 “变化无常”的规章制

度，曾导致许多日本企业撤出缅甸，例如味之素、富士银行、三和银行、朝日银行、丰田、住友

银行、第一劝业银行等。［23］46 － 47对此，美国知名缅甸问题研究专家石燕山 ( David I. Steinberg) 指

出: “日本投资者同缅甸商人缺乏合作。在缅甸投资政策的严格限制下，日本商人无法融入缅甸

经济，因为他们不像中国商人，没有同缅甸商人建立联系”［24］89。相比之下，中国投资者就相对

拥有独特的优势。目前，缅甸华侨华人约有 250 万人，绝大部分人从事商贸事业，在缅甸市场与

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其他东盟国家之间扮演着中间人和代理人的角色。在华资进入缅甸过程中，

有共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缅甸华人华侨就自然成为外来华商的首选合作对象，他们利用当地华人

的商业与社会关系网络来克服缅甸投资环境方面的障碍。相比之下，日本在缅甸缺乏这种网络和

优势。截至 2011 年 10 月，在缅甸居住的日本人仅有 543 人。
ODA 是目前日本缅甸外交的最重要工具，是保持对缅接触的重要手段，但这一工具未能发

挥作用。一方面，缅甸国内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已经出现重大变化。奈温时期 ( 1962—1988) ，日

本之所以能成为对缅甸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因为缅甸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国内经济困难，有选

择地接受外国援助，日本作为最大的援助国，在当时的背景下对缅甸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

1988 年之后，缅甸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特别是同邻国积极开展边境贸易，利用自身丰富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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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获取了巨额的利润。因此，缅甸新军人政权不再依赖外援而生存，对外援的需求就没有奈温

时代那样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1988 年之后，日本原则上停止了对缅援助，虽然后来

部分恢复了援助，但援助数额同比已经大大减少。所以，日本原本比中国具有优势的 ODA 杠杆

没有发挥作用。但是，随着 2011 年日缅关系的升温，日本已经开始重新启动对缅甸的全面援助。
2012 年 4 月 21 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免除缅甸 3 035 亿日元的债务，并计划向缅甸提供大

量贷款，用于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未来随着缅甸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与正常

化，ODA 将会在日本对缅关系中重新发挥重要的作用。
此外，日本对缅 ODA 项目中的草根援助部分比中国的对缅援助和经济合作具有更好的社会

效应。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日本对缅援助开始关注人的安全，设立草根援助项目，主要集

中于小学建设、医疗器材提供、供水设施完善等具体的、小规模的社会生活基础设施改善方面。
而且，在草根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日本的地方自治团体和 NGO 是主要援助实施者，日本政府同

其进行资金合作。据统计，1993 年至 2007 年底，日本政府及 NGO 在缅甸实施了总共价值 30. 7
亿日元的 490 个草根援助项目，得到了缅甸政府的好评。［25］

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手段，对外经济援助是构建、塑造国家形象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工

具。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国家形象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被认知和评价的状况。一国在其他国家

中的形象主要分为两种: 决策者和普通民众眼中的对方国家形象。［26］121中国虽然目前向缅方提供

了可观的经济合作与援助，但中国更多关注了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对于缅甸民间的对华

态度、对于缅甸民生的关注不如日本。美国政治学家博尔丁 ( K. E. Boulding) 认为，普通民众对

他国国家形象的认识大部分是在当事人的童年时代，通过家族的口传相授的方式形成的。［26］122日

本对缅的草根援助项目、其直接深入缅甸民间开展活动的方式等，对于提升其在缅甸民众中的国

家形象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这对于希望化解“中国威胁论”的中国来说，颇有启发意义。

结 论

2011 年 3 月缅甸新政府上台后，缅甸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继 2011 年

11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缅甸破冰之旅后，西方国家高官先后密集访问缅甸。2012 年 4 月 1 日，

缅甸议会补选，昂山素季当选国会议员之后，西方国家进一步调整对缅政策。美国宣布部分解除

对缅制裁; 欧盟表示暂停对缅甸的制裁 ( 武器禁运除外) ; 西方首位国家领导人英国首相卡梅伦

访缅; 缅甸国家元首 28 年来首次应邀访日。目前，日本已经大幅度削减缅甸债务，启动全面对

缅援助，正在为日企大规模进入缅甸进行积极准备。可以预见的是，日本将首先利用扩大 ODA
的规模作为切入点，打开缅甸市场，投资领域将首先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设施和能源等

领域。日本商品的国际声誉、日本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程度都要高于中国。虽

然目前中国商品具有价格低廉、运距短等优势，在缅甸比日本商品更富有竞争力，但从长远观点

来看，如果缅甸进一步开放市场，缅甸民众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日本企业的优势将

会体现出来，成为中国企业的有力竞争者。对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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